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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中国观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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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前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内藤湖南在甲午战争 

初期产生了“中国未必守旧”的模糊认识，但在第一次中国旅行时演变为“中国守成论” ，又在辛亥革命后正式 

形成了系统的“中国解体论” ，进而演变为“日本兴中论” 。近代日本汉学的危机意识、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日本文 

化的主体性选择是造成内藤湖南中国观变与不变的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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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1866—1934 年，名虎次郎，字炳卿， 

号湖南)是近代日本京都大学“支那学”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 

理论，被称为“内藤史学”或“内藤假说” ，在 20世 

纪前期的世界汉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至今仍具有较大 

的学术影响力。在探究内藤湖南的“支那学”体系时， 

有必要梳理其中国观的形态与内容。尤其是当我们将 

内藤湖南在《所谓日本的天职》(1894 年 8 月)与《新 

支那论》(1924 年 9 月)中的中国观进行对比时，便可 

发现这两个时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 

盾。也就是说，单纯从日本主体论 [1] 或思想变迁论 [2] 

的视角对内藤湖南中国观的解读未能反映其全貌。内 

藤湖南中国观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经历了一个由模 

糊到清晰、由肯定到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探 

讨自甲午战争至民国前期内藤湖南中国观的变与不 

变，并分析造成变与不变的原因，无疑意义重大。 

一、甲午战争初期：中国未必守旧论 

明治维新后， 文明开化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 
1875年，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将世界区分为 

“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以单线进化论 

作为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此时中国与日本均被归之 

于“半开化”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之际，中国“不 

败而败”的结局使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认为中国 

“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不为心动，留恋古风旧习之状 

千百年未变” [3](239) ，将中国作为 “顽固守旧” 的代表。 

该文虽名为“脱亚” ，实则是为了脱离中国和朝鲜的文 

化影响，即“脱离儒教” [4] 。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 

吉更将此战视为 “文野之战” 。 在文明论与脱儒论的双 

重挤压下产生的是“人们对中国的蔑视所带来的轻视 

中国研究的倾向” [5] ，日本的传统国学与汉学面临着 

强大的生存压力，产生了共通的危机意识。而天皇作 

为明治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自身便含有国学与汉学的 

精神内核，面对上述危机，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 

育敕语》， 在文明开化的同时开始了国学与汉学的复兴 

运动，国粹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内藤湖南自 1887 年辞职入京进入新闻界到 1894 
年甲午战争前夕，恰好处于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交锋 

愈演愈烈的时期。此间他分别担任了佛教思想浓厚的 

《明教新志》编辑、政教社机关刊物《日本人》代笔、 

《大阪朝日新闻》记者，这三种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大 

内青峦、三宅雪岭和志贺重昂、高桥健三虽然在关注 

点上有所不同， 但均反对鹿鸣馆时期的全面欧化主义， 

主张发扬日本固有的文化精髓，倡导国粹主义。尤其 

是内藤在担任三宅雪岭的代笔期间，深受其国粹主义 

思想的影响。 甲午战争爆发后内藤开始关注中国问题， 

发表了三篇论说，初步展示了其中国观。 

丰岛海战后， 日本和清政府在 1894年 8月 1日正 

式宣战，但此时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战役，战争局势并 

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产生了 

不同的认识。内藤在《所谓日本的天职》(1894 年  8 
月 25日)一文中，首先否定了“和好论”与“征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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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前者不会得到国民舆论的支持，而后者基于“进 

化之规则”主张征服中国、解决日本剩余人口与资金 

的观点则是策士虚谈。 “罗马灭亡了迦太基， 使北非迦 

太基旧地很长时间成为废墟，导致资源的枯竭；印度 

似乎源远流长、无穷无尽，但英国人难以忍受那里的 

风土，作为移民之地无甚益处” ，所以“那些资源论者 

所言，现在不能不说是失策” [6](132) 。进而，内藤湖南 

认为应该以“天职论”看待这场战争。开战前后，福 

泽谕吉、内村鉴三曾倡导启蒙主义天职论，认为中国 

是守旧的代表，日本的天职是引领中国走向进步。内 

藤认为“中国是否是守旧的代表，现在还不能马上判 

断” ，中国虽有守旧的样子，但“三代以下至唐宋，虽 

有盛有衰，但各个时代的文明都有其特色，同时也呈 

现出变化推移之态。如果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进步的 

话，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进步” [6](133) 。内藤总结道：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是以西洋文明为 

中介传给中国，再弘扬于整个东方，也非保持中国陈 

旧的东西尔后传给西洋，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 

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我们在东方立国，东 

方诸国以中国为最，因此要成就这一事业，就必须以 

中国为主。 ” [6](135) 不过，内藤在该文中所表示的“中 

国未必守旧论”与“日本天职论”仅具备其形式，尚 

未形成具体内容，或者说该文的主要意义仅在于它表 

明了内藤的汉学与国粹主义的思想立场。 

经过 9 月份的平壤之战与黄海海战，日本占据了 

陆海优势，战争形势对日本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 

内藤的上述思想在《地势臆说》(1894 年  11 月  1、2 
日)与《日本的天职与学者》(1894 年 11 月 9、10 日) 
中初具雏形。在前文中，内藤首先论述了地势与人文 

的因果关系， “地势与人文相关，或以地势为因，而人 

文为果；或以人文为因，而地势为果”  [7](117) 。随后， 

内藤在赵翼地气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地势发于冀 

豫两州之间，进而从洛阳移至长安，再移至北京，同 

时东北的地气也十分旺盛，而人文中心却移至江南， 

当下地势则在岭南。内藤认为“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 

一大问题” ，尝试在地势论中“思考文明大势的移动方 

向” [7](125) 。所以，与文明论者以西洋文明作为评判标 

准进而将中国置于“守旧”的认知框架之中相对，内 

藤试图从“中国中心”的视角在地势移动中追寻中国 

文化内部的“活力” 。 在后文中， 内藤认为埃及、印度、 

希腊、罗马等坤舆(世界)文明相继而起， “当时它们最 

有力量宣扬人道与文明，因此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 

可以看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的中心之所以 

与时移动，其因即在此。今又将大移，有识者易知此 

间肯綮，日本将承其大命。 ” [8](117) 即日本的天职是“应 

天受命” ，学者的任务是创造新的思想。在此，内藤将 

日本的天职与坤舆文明中心的转移结合起来。 

内藤在甲午战争初期的中国观是模糊的“中国未 

必守旧论” 。之所以说“模糊”与“未必” ，是因为此 

时内藤刚开始关注中国问题，尚不具备史实与理论的 

基础，这一中国观主要是在近代日本汉学的危机意识 

下，站在反欧化、反文明论立场上自然的“预设” 。尽 

管他在《地势臆说》中尝试从地势论的角度在中国历 

史内部考察其 “活力” ， 但尚未摆脱清代考据学的影响。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诞生于对西洋不加批判的文明 

史观与狭隘化的国学流史学的夹谷之间的内藤史学” 
[9] 的主要目的是挽救日本的汉学与确认日本的天职， 

因此， “中国未必守旧”只是内藤用以说明“汉学未必 

守旧”的一个代语，相对于“日本”这一文化主体， 

“中国”只是一个“他者” ，并不具有自明性的意义。 

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对日本 “主体性选择” [10] 的固守， 

内藤对作为“他者”的中国才充满了认知变数。 

二、第一次中国旅行：中国守成论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 

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内藤对这场类似于明治维新的 

运动予以密切关注，但随着变法的低落与失败，内藤 

对中国的整体认识产生了方向性变化。 

内藤通过比较明治维新与戊戌维新，首先在理论 

上形成了新的中国认识。在戊戌变法接近尾声之时， 

内藤在《清国改革的风气》(1898 年  9 月  11、13 日) 
一文中认为： “察其内情形势， 清国改革之气运不足为 

恃。改革派之领袖康有为、汪康年等，缺乏旋转乾坤 

之大气魄、大力量。此外，全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气 

不易拔除” ， “因其国土庞大，国势危急之时民众之感 

知亦极迟钝，其民又在吏治颓废之下被戮残天性，积 

数十百年，爱国之情淡薄，若非与身家相关，则不以 

之为事变” [11] 。随后，内藤指出中国士人的改革风气 

之论虽然精致，但短于行动，不见成效。在慈禧太后 

等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内藤认为中国第一时期的改革 
(军备、工业)在甲午战争中已验明无效，而第二时期 

的改革(制度、风俗)刚刚开始却遭受打击，改革之前 

途堪忧，中国社会表现出“沉滞” [12] 之气。 
1899 年 9 月至 11 月，内藤游历了中国的天津、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拜访了严复、陈锦涛、 

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中国名人，对中国的国事 

民情均予以考察，在地势、文化与士人三个方面表现 

了他的中国观。从地势上讲，内藤在游历了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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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认为： “从北京的规模来看，果然是堂堂大国的首 

都。……不过看了郊外的土地， 我觉得地力已经枯竭， 

即便有真命天子出世， 也不会再以这里为都城。 ” [13](59) 

在游览了苏杭与武汉之后，内藤认为江南的民风和物 

产与北京附近迥然不同，关中的地力、人才同样比不 

上江南。这种观点显然与《地势臆说》相一致。不过， 

此时内藤认为东南十省应舍弃北方各省与荒远之地， 

“以东南的富庶来图自卫” [13](102) ，主张南方独立。从 

文化上讲，内藤认为中国即使在盛世也未能消除中国 

千年的积弊，表面的国泰民安反而掩盖了中国深刻的 

危患，不承认改革的必要，以致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 

兆，因此内藤对张元济说： “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 

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 ” [13](101) 从士人上讲，内藤认为 

戊戌变法之时， 中国士人试图以一纸法令让全国执行， 

自然是口舌维新，难成大事。内藤在与王修植笔谈时 

指出“日本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中国则相 

反” [13](31) 。总之，北京地力的枯竭、千年文化的积弊 

与士人缺乏进取精神，这就是内藤在第一次中国旅行 

期间对中国的主要印象，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积弊 

深、病患重的“守成”之国。 

由上可知，内藤在目睹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与戊 

戌变法两次失败的现实之后，他在甲午战争初期基于 

汉学的危机意识而提出的“中国未必守旧论”首先在 

理论上发生了变化，逐渐向“中国社会停滞论”靠近。 

进而，这一理论上的转变在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 

又得到了亲历性的验证。 于是， 理论与现实的双重 “检 

证”使内藤的中国观由“中国未必守旧论”转变为“中 

国守成论” 。而在内藤看来，日本在这一时期的责任是 

使“中国的各改革派势力都信赖日本” [14] ，调和中国 

的改革派， 帮助中国实行改革。 但由于中国的 “守成” ， 

所以日本必须“代清而谋” [15] 。 

三、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解体论 

日俄战争前后，内藤湖南对中国问题的关心逐渐 

转移至“满洲”地区，开始收集满文和蒙文的经文、 

档案，着手研究满族与蒙古历史。日俄战争后，内藤 

受外务省委托，从事间岛问题的调查。1907年 10月， 

内藤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设东洋史 

概论与清朝史课程， 开始在学术上构建 “京都支那学” ， 

内藤的中国观也开始走向体系化。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予日本很大震动，一时间“干 

涉论”“不干涉论”“南北分立说”诸说纷起。内藤以 

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为“无论如何，革 

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无疑的，这是几百年来的 

趋势” [16] ，对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共和政治表示支持。 

但是同时，内藤认为列国虽然不会改变中国领土保全 

的原则，但是中国内部的蒙古、西藏等非汉族地区不 

愿归附由汉人成立的共和政府之统治， “尤其是新共和 

国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也未可知，如果将这些棘 

手的事物甩掉，经济上反而对中国有利。 ” [17] 虽然内 

藤对辛亥革命曾抱以很大期待，但是他却不承认孙中 

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并对中国的南北讲和表示 

“失望” 。于是，内藤便开始“代替中国人，为中国人 

着想”撰写《支那论》(1914年)。 

内藤主要从国家制度、领土问题与内治问题三个 

方面详述其“支那论” 。在国家制度上，内藤根据自己 

在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形成了“唐宋变革论” [18] ， 

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概括为“贵族政治→君主 

独裁政治→共和政治” [2](166) ，因此中国以平等主义与 

民主思想为根干， “结局将归着于共和政治” [19](329) 。 

在领土问题上， “民族”的“平等”是其大义，而以汉 

族为中心成立的共和政府不能使蒙古族、藏族和满族 

归顺其统治， “中国政府日益倾向于民主，随之将逐渐 

失去对异族的统辖力。……解体乃是大势所趋” ， “领 

土问题，从政治上的实力来考虑，现在应该缩小，远 

离所谓五族共和那样的空想，从实力来考虑，宁可暂 

时失去领土，不如谋求实现内部的统一” [19](340,  349) 。 

在内治问题上，内藤认为中国首先应该放弃中央集权 

制度，实行以省为行政区划的制度，加强地方大员的 

权力，同时利用“父老” ，建立以地方自治团体为主的 

新自治体制。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当时的军阀割据状 

态予以确认和肯定” [20](7) 。其次，在未来 20年左右中 

国绝无设置国防的必要， “中国即便完全废除了国防， 

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度的，绝对不会危及国家的独 

立，因为列国在中国的势力是均衡的” [19](380) 。最后， 

因为清朝是在抵抗列国的情况下才招致灭亡，所以新 

的共和政府应放弃利权回收论，代之以列国监督中国 

的都统政治， “如果抛开国民独立这一面子上的问题不 

论，都统政治对中国人民来说或许是最为不错 

的” [19](296) 。总之，内藤眼中的中国“共和政治”就是： 

在主权上实行列国监督中国的 “都统政治” ； 在行政上 

放弃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上实行“父老自治” ；在领 

土和民族问题上倡导“满蒙藏放弃论” ；在国防上主张 

“国防不必要论” 。因而，内藤名义上赞成中国的“共 

和” ， 事实上却将中国完全肢解， 形成了 “中国解体论” 

的中国观。 

此后， 内藤继续坚持这种弱化与肢解中国的思想， 

逐渐向日本对中国的 “干涉” [21](51) 外交政策靠拢。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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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 

中国的“二十一条” ，其中第 5号要求中国在军事、警 

察、矿山、工厂等方面与日本“合作” 。与之相配合， 

内藤在《中国国是的根本义》(1916 年 3 月)一文中提 

出： “若中国将全国之警察均交予外国人管理，则可以 

最少之费用获得最大之安全。军备亦然。若将一个大 

队的军队委托于日本将校，其保安效力将大于中国人 

组织的一个师团的军队。 ” [22] 在 1919年 3月的巴黎和 

会期间，内藤依然主张“像中国那样的国民，有必要 

考虑让外国人居于其统治者的中心” [23] 。 

如上所述，辛亥革命后内藤的中国观由“中国守 

成论”转变为“中国解体论” 。究其原因，一是日本汉 

学危机后“东洋史学”的形成，二是中国与东亚国际 

形势的变动。晚清民初(1891—1915 年)是日本东洋史 

学的形成期，即不再把“中华帝国”看成一个整体， 

而是借用欧洲“民族国家”的新概念将其解释成不同 

的王朝，实际的“中国”只是以汉族为主体，位于长 

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 “满蒙回藏鲜”只是中 

国的“周边” [24] 。受此影响，内藤把“满蒙鲜”问题 

与中国“内部”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于民国初期形 

成了“内藤史学”的雏形，《支那论》便是其探究中国 

历史深部“神意” [21](57) 的系统表述。此外，辛亥革命 

爆发后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稳，再加上一战期间欧洲 

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便以此为“天佑” ，开始了对中国 

的蚕食与鲸吞。在此期间，内藤作为京都帝国大学的 

教授，便以学者的身份履行着日本的“天职” 。 

四、五四运动之后：日本兴中论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的合法权益遭到拒绝，中国爆 

发了反日的五四运动。面对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内藤 

继续站在感情论与国益论 [20](12) 的立场上，以其超越中 

华民族主体的论调看待这一问题。进而，内藤在华盛 

顿会议初期正式提出了 “国际共管论” 。他认为中国犹 

如枯木，其内部产生的弊害使其逐渐趋于老衰，只能 

依靠外力恢复活力， “中国归国际管理，乃是自然的趋 

向，绝非是由于外部压力所产生的问题” [25] 。虽然日 

美关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得到短暂缓和，并以条约的 

形式作为保障，但日本却在与列国的协调中暗自谋求 

扩张策略。随着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内藤的中国观 

也由《支那论》转变为《新支那论》(1924年)。 

内藤主要从东亚国际关系变动、乡团自治、东洋 

文化中心移动与日本的经济运动四个方面展示了其 

“新支那论” 。在东亚国际关系变动上，内藤认为华盛 

顿会议之后，以英日同盟为主导的稳定的东亚国际关 

系在美国的参与下开始破裂， “唯利是图”的美国企业 

家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正在破坏实现“自治”的中国地 

域社会。在乡团自治上，内藤认为中国“宛如蚯蚓般 

的低级动物，即使切掉其一部分，其他部分依然能毫 

无感觉地继续生活” ， “中国民政的真正机能，现在依 

然是乡团自治……无论是共同管理，还是其他任何统 

治的方法，只要不破坏乡团自治，就不会破坏中国整 

体的安全” [26](499−503) 。在东洋文化中心移动上，内藤 

早在《地势臆说》中便表达了这一思想，但文化中心 

的移动始终在中国内部。而此时内藤认为： “因为文化 

中心的移动不因国民的区域而停顿，而是继续前进， 

所以在接受中国文化上决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 

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 相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势力， 

并非不可思议” [26](509) 。在日本的经济运动上，内藤认 

为中国物产丰富却不知利用， “可谓暴殄天物，而其近 

邻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 恼” [26](513, 514) ，转变为自己 

先前所反对的“资源论者” ，进而希望通过日本小商人 

在中国的经济运动， “根据日本的经验，有必要从中国 

经济组织的基础做起，日本人改革中国的使命即在此 

处” [26](516) 。总之，内藤根据华盛顿会议后东亚国际形 

势的变动，既坚持着从中国的乡团自治入手“把握” 

中国社会底层的组织方法，又在文化中心的移动可以 

超越国界与日本应当通过经济运动“延续”中国生命 

上进行“创新” 。这种在东洋文化的同一性认证中通过 

日本的经济运动兴盛“东洋文化”的中国观可概括为 

“日本兴中论” 。在这种无限制地将“中国”进行地理 

空间隔离、文化虚化与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解放”策 

略下，内藤直接主张“以日本的力量加诸中国，无论 

是促其革新，还是其自发革新，最好的捷径便是在军 

事上进行统一” [26](517) 。内藤中国观中的日本“主体性 

选择”要素在此已不再遮掩，终于走到前台， “与军国 

主义的大陆政策在知识论上有所合谋” [27] 。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初期，内藤湖南在国粹主义 

与近代日本汉学危机意识下，站在反欧化、反文明论 

的立场上做出“中国未必守旧”的自然预设，其目的 

在于恢复作为日本汉学渊薮“中国”的价值合法性。 

然而中国在遭受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内外双重失败 

后，内藤首先在理论上转向中国“沉滞”论，进而在 

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从文化积弊与地势变迁的角度形 

成“中国守成论” 。内藤受聘于京都帝国大学后，在欧 

洲“民族国家”与中国“文化中心移动”的理论勾连 

中开始构建“京都支那学” ，与日本国策相配合，在知 

识领域“干涉”中国，进而在辛亥革命后以“支那学” 

的独特方式将中国在诸多层面进行肢解，形成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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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解体论”的系统中国观。自五四运动至华盛顿会议 

初期，内藤开始在“国际共管论”的协调体制中谋求 

扩张策略，提出了以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心移动论与日 

本的经济运动论为两翼的“日本兴中论” ，最终凸显出 

日本的主体性。从 1894 年到 1924 年，内藤湖南的中 

国观之所以在形态上呈现出两级变化，正是因为他对 

“日本”的主体性选择始终如一， “中国”只是一个可 

以被区隔的地理空间与被移动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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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stability of Naito Konan’s View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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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ito Konan’s perspective on China showed aged changes as well as initiative persistence betwee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ROC. Soon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Naito 
Konan obtained a vague opinion that China was not necessarily conservative. However, this opinion was changed into 
the view  that China was conservative during his  first  travel  in China,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evolved  into his  theory 
that China was disintegrated. Finally, Naito Konan’s main theory  that  Japan could support Chinese  renaissance came 
into  being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three  opinions.  According  to  the  inspection  of  relative  references,  it  could  be 
revealed that the crisis confronted by Sinology in Japan,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Japanese culture 
we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Naito Konan’s contradictory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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